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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真相”时代和数字传播技术的驱

动下，伴随着排序社会与平台社会对算法分

发的日益依赖 [1]，虚假信息在智能时代的传播

机制发生了实质改变，情绪价值至上、事实

退居次席的传播症候对全球各国的信息秩序

构成了威胁，也对社会认知产生了不容小觑

的挑战，加之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虚假信

息规制更加需要跨部门的联动与合作 [2]。2024

年末，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新修订《科普法》）

明确了科学技术或有关主管部门对以科普为

名的有害虚假信息有澄清和纠正的职责，政

府、平台、专家、行业和公众成为虚假信息

协同治理的并行主体 [3-4]。由于互联网信息用

户对科学信息负有“阅者自慎”的责任，提

升公众的科学精神和信息素养刻不容缓。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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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社交媒介和人工智能得到普及的技术场景下，低质量的科学和健康信息成为虚假信息协同治理

的重要对象，这对作为协同治理主体之一的互联网用户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考察数字新闻素

养及其子维度对降低不同程度的科学信任者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的作用，本文开展了一项基于中国网民配

额样本的在线调查（N=1 109）。研究发现，数字新闻的语境、内容、流通和消费素养以及总体素养较高者

更可能打破对替代性信息渠道的依赖，且这一作用机制在科学信任者中效应更强。研究打破了“信任绑定”

的理论迷思，并建议对科学信任者传播媒介效果和媒介体制等社会科学知识、对科学怀疑者强调新闻何以

区别于非新闻以及新闻产制过程，以此作为全社会提升数字新闻素养和治理虚假信息的差异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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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思维是信息辨别能力的内核，然而，过

度的批判性思维可能会对受众在数字传播环

境中的媒体信任和科学信任产生反作用。理

解人们对媒体和科学信任的共变，成为以适

度提升公众信息批判能力为目标的科学传播

工作者面对的首要问题。本文通过一项对中

国网民配额样本开展的预注册在线调查，考

察不同科学信任程度的个体如何在对互联网

日积月累的信息接触中建立不同维度的数字

新闻素养，从而降低其对替代性非官方信息

来源的信任。对科学信任和数字新闻素养影

响信息辨别能力路径的有效区分将有助于在

实践层面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媒介素养和

科学素养，最终提升其参与虚假信息协同治

理的能力。

1 文献综述
1.1 数字新闻素养的构成、来源及其作用

新技术使人们消费新闻的方式不断发生

变化，这意味着新闻素养教育评估必须不断

更新以适应当前的趋势 [5]，而对虚假信息泛滥

的公众协同治理呼唤着数字时代的新闻素养。

“假新闻”、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层出不穷

使新闻素养教育的评估和干预变得日益迫切，

为了适应数字媒介时代新闻产制的新情境，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更适用于数字内容特

征及其分发技术的数字新闻素养 [6]，这一概念

聚焦于互联网场景之下用户使用数字新闻的

知识和技能，将数字新闻素养定义为“有关

数字新闻生产、分发和消费的个人和社会过

程的知识，以及用户针对其与新闻的关系进

行某种控制的技能”。数字新闻素养范式同样

强调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亦根据把关人理

论、选择性接触、影响力等级、敌意媒体效

应等新闻和大众传播理论重新定义了新闻素

养，使之可以适用于全球新闻体制，以检查

其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

数字新闻素养这一新概念创造性地提出

了“5C”框架，认为新闻素养仅关乎新闻而

不必关乎新闻业，不强调基于专业新闻规范

的生产导向。同时，数字环境下的新闻素养

是多维度的，包括关于新闻产生的社会、法

律和经济环境的语境（context）素养；关于新

闻从业者和其他行动者参与构思、报道和撰

写新闻的过程的制作（creation）素养；使新

闻报道区别于其他媒体内容类型的性质特征

的内容（content）素养；关注新闻在潜在受

众中分发和传播过程的流通（circulation）素

养，以及有助于对新闻曝光、关注及消费效

果产生评价和认识的消费（consumption）素

养。数字新闻素养能够长期影响人们对新闻

的理解、关注和解释 [7]，有助于降低阴谋论信

念 [8]，因而可能有效降低人们对非主流信息渠

道的信任。

在中国，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通

常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国有新闻单位，包括大众

传播时代以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传

播媒介的中央级新闻媒体、省级单位区域性

媒体、各大中城市媒体和大型新闻网站 [9]，而

替代性媒介（alternative media）或另类信息渠

道则包括媒体批评性栏目、境外节目和跨境

人际交流 [10]。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介逐渐成

为国人信息流通的主要载体，以“两微一端”

为代表的社交媒介或移动应用逐渐成为新闻

单位和政府机构重视的传播方式，数字信息

环境中的主流媒体是被机构认证为媒体官方

账号的传播主体 [11]，它们与政务传播主体共

同构成了信息来源的“官方渠道”。官方与非

官方信息来源的区分与西方意义上的主流媒

体与非主流或替代性媒介相似，后者虽然也

可能以社会或政治改革为目的 [12]，但在更多

的情况下，则可能助长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

传播 [13]。在中国，尽管存在少数如《知识分

子》的高质量非官方媒介，但必须正视的是，

信者恒信？科学信任与数字新闻素养对网民媒介信任偏好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研究 <<< 刘于思    闫文捷    周睿鸣 专   题



070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中国媒体的国有性质使得包括外媒在内的非

官方媒介渠道在采访权限和权威性上较具有

信源接近权的官方媒体渠道更低，其信息准

确性往往更加良莠不齐。

在高选择媒介环境中 [14]，尽管媒体怀疑

论的持有者通常更可能消费替代性媒介 [15]，但

在解释数字信息用户信任替代性媒介与主流

媒体的差距时，一项在中国香港开展的研究

发现，新闻消费和新闻素养在预测新闻批判

性思维方面存在差异 [16]。跨国比较的结论也

表明，新闻使用动机构成了新闻素养的组成

部分，主动使用媒介获取信息和对信息持有

怀疑精神的用户更能够准确识别劣质信息 [17]。

随着用户对鱼龙混杂的互联网信息接触的增

加，人们的数字新闻素养将随之增长，展现

出对优质信源“越使用越信任”和对错误信

息“吃一堑长一智”的双向累积效应 [18]，最

终降低其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相较于理论

构建需求而言，遏制公众过度信赖非官方媒

介的实践需求更呼唤对数字新闻素养进行细

分，以达到对公众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媒介素

养教育的目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两组研

究假设：

H1：互联网信息接触能够提升用户的

数字新闻素养（H1-a）及其涵盖的语境素养

（H1-b）、制作素养（H1-c）、内容素养（H1-

d）、流通素养（H1-e）和消费素养（H1-f）等

子维度。

H2： 用 户 的 数 字 新 闻 素 养（H2-a） 及

其涵盖的语境素养（H2-b）、制作素养（H2-

c）、内容素养（H2-d）、流通素养（H2-e）和

消费素养（H2-f）等子维度能够降低其对非

官方媒介的信任偏好。

1.2 数字新闻素养如何影响不同科学信任者的反

思能力

科学信任是个体对科学界可能行为的一

种积极预期，表现为对科学共同体、科学知

识的建立、科学信念的传播以及公众接受科

学知识等过程中的可信赖特征感知 [19]，反映

了人们对科学研究、知识和机构的信心和欣

赏 [20]。在对科学权威的信任高于其他制度信

任的中国 [21]，关注科学信任能带来什么的结

果导向视角是不可或缺的，科学信任和数字

新闻素养对公众信息选择造成的复杂后果也

格外值得关注。与此相关的研究表明，一方

面，数字新闻素养的确能够减少人们对“新

冠疫情”错误信息的认可 [22]，高素养用户通

常相信新闻能包含重要事实，有更强的动机

了解社交媒介信息创作者描述“新冠疫情”

的各种技术，更频繁地核查社交媒介中健康

信息的事实性 [23]，预示着数字新闻素养和科

学信任者在信息批判力上具有某种共变的趋

势。另一方面，尽管目前大部分研究对科学

信任者的信息加工能力持乐观态度，如高科

学信任者能更好地评估科学研究的质量，不

易受低质量证据的影响 [24]，科学信任也能优

化疫苗等科学说服信息的传播效果 [25]，但也

有研究发现，科学信任者更可能相信和传播

包含科学线索的虚假信息，提醒人们注意证

据和论证方式比提醒人们信任科学更能降低

虚假信息的传播概率 [26]，表明新闻信任与机

构信任之间的“信任绑定”（trust nexus）关系

同样可能存在于科学信任者当中 [27]，尤其是

随着“新冠疫情”带来了公众对科研机构的

支持增加 [28]，主流媒体信任者也将成为科学

权威和机构的信任者。在此背景下，更有必

要区分科学信任和数字新闻素养降低非官方

媒介信任偏好的差异化作用。

媒介信任并非简单二分的，在对媒体持

不同信任态度的用户中都可能存在低能动性

的信息评估者：媒体怀疑者既可能是积极思

考的怀疑论者，也可能是犬儒主义的不评价

者；媒体信任者同样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乐观主义者，亦可能是不假思索的朴素轻信

2025，20（5）：68-7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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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9]。引入该视角后，信任绑定者或许是朴

素轻信者的代名词，但理论上仍不能排除有

慎思后依然相信媒介的用户存在，这种慎思

可能体现在人们对科学信息和渠道质量的同

时关注上。由于科学信任可能是偏好推理努

力这一智力认知风格的结果 [30]，媒介怀疑更

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获取 [31]。在科学信任对信

息加工过程的影响机制上，既有研究发现，

科学信任者通常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批判

力和科学推理能力，更能够应用科学探究原

则，根据新的证据来生产、测试、修改和更

新科学知识 [32]，从而甄别出高质量信息，以

作出准确的行为反应 [33]。因此，科学信任的

个体差异可能构成自我说服的边界条件 [34]。

比起对所有机构一律委以“毫无疑问的信心”

（unquestioned confidence）的信息加工风格而

言，科学信任者更可能持有基于行动者动机

和一致性作出判断的“合理信任”（justified 

trust），甚至拥有识别和批评科学中矛盾或

不 一 致 言 行 的 更 高 层 次 的“ 反 思 性 信 任 ”

（reflexive trust）[35]。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

信息接触提升数字新闻素养、降低非官方媒

介信任的路径是否可能对科学信任者更有效？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RQ1：数字新闻素养及其各个子维度对互

联网使用频率降低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的中介

效应如何因个体科学信任水平的不同而异？

综上，本文的整体模型设置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字新闻素养中介互联网使用影响非官方媒介信任
偏好的假设模型

在下文中，作者将回答用户的互联网使用经

验如何促进用户提高其数字新闻素养及其不

同维度， 其数字新闻素养及其不同维度又如何

共同影响不同水平的科学信任者对非官方媒

介的信任偏好等问题。

2 研究方法
2.1 抽样方案与研究过程

根据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网民性别与

年龄结构对样本分布进行指定后，于 2024 年

5 月间，委托专业调查公司“极术云”对其

预注册样本库中 18 岁以上的用户进行了在线

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 109 份，样本在性别

（男性占 52.1%，女性占 47.9%）与年龄结构

（19 岁 及 以 下 占 17.5%，20~29 岁 占 13.5%，

30~39 岁占 20.7%，40~49 岁占 16.0%，50~59

岁占 16.5%，60 岁及以上占 15.8%）上与《报

告》基本相符，在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占

6.9%，初中占 20.7%，高中或中职占 30.0%，

大专或高职占 15.6%，本科占 25.6%，研究生

占 1.1%）①、家庭月收入、工作性质和城乡

（城市人口占 68.4%，农村人口占 31.6%）等

其他人口变量的分布上亦具有一定合理性。

2.2 变量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

既有研究多采用对博客、社交网站、公民记

者等信源的信任来测量人们的替代性媒介偏

好 [36]，与此相似，本文参考了既有研究对中

国互联网空间中主要信息来源的分类及其可

信度的测量工具 [37-38]，建构了非官方媒介信

任偏好的合成变量，采用 7 级量表，向受访

者询问“下列媒体机构或平台上的消息和报

道有多高的可信度”（1 为可信度极低，7 为可

信度极高）。以特征值大于 1 作为标准，共析

出 2 个因子，分别为包括央视、新华社、人

①编辑部注：因四舍五入后保留 1 位小数，故百分比相加总和与 100% 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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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的时政分析报道（含微博及微信公众

号），各地方电视台的时政新闻节目，政务类

门户网站、政务类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发布的

新闻，报纸时事新闻和专业杂志的时政、社

会问题报道和分析（如《三联生活周刊》《财

新周刊》等）在内的官方媒介（Cronbach’s 

α=0.77），以及由通过小道消息或朋友聊天

获得的政治内幕、消息，Twitter、Facebook、

BBC 等外媒消息，天涯社区、虎扑、豆瓣、

知乎等论坛或网站的时政帖子和新浪微博、

非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荔枝电台等自媒体平

台新闻构成的非官方媒介两大类（α=0.75），

两个因子包含的题项与既有研究一致，各题

项在其有效因子上的载荷均在 0.516 以上。样

本总体对官方媒介的可信度感知（M=4.98，

SD=0.94） 显 著 高 于 非 官 方 媒 介（M=4.07，

SD=1.21）（t = -23.36，df =1 108，p <0.001），

但 调 查 中 共 有 300 余 名 受 访 者（27.1%） 认

为非官方媒介更可信。将个体对非官方和官

方媒介的可信度感知差值作为非官方媒介信

任 偏 好 的 测 度， 其 均 值 为 -0.91（SD=1.30，

Min= -5.00，Max=2.45）。

为测量连接信息接触与信息批判间关系

的中介变量，研究基于既有文献对新闻媒体

知识结构的概念化 [39]，开发了中国数字新闻

素养这一测量工具，同样使用数字新闻的语

境素养（“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微博等社交网

络发布新闻，应当首先遵守何种规定”等 4

题）、制作素养（“在新闻机构生产新闻的过

程中，通常来说对其内容影响最大的是”等

4 题）、内容素养（“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信

息通常出现在文章的什么位置”等 4 题）、流

通素养（“新闻如何进入微博用户浏览的信

息当中”等 4 题）和消费素养（“个人观点

可能通过以下哪种或哪些方式影响我们对新

闻的解读”等 4 题）5 个维度 [40]，结合中国

数字新闻环境下的媒介体制知识体系进行本

土化改造，共包含 20 个知识性的单项选择

题，每个题目共设置 1 个正确选项、3 个错

误选项和 1 个“不知道或不确定”选项，答

对 1 题得 1 分，答错不扣分。由于连续变量常

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评

估手段不适用于包括本研究在内的知识题项

的二分测量，采纳既有研究的建议，本文通

过题项与变量的总相关性、题项难度即正确

率两个最常用的知识测量统计量来评估量表

构建效果 [41]。经检验，20 个题项的正确率在

0.14 到 0.49 之间，没有出现小于 0.1 或大于

0.9 的极端值；每个子维度与测量题项的相关

系数在 0.41 到 0.67 之间，表明量表包含的

知识题项表现良好，量表构建有效。量表的

得分范围在 0 到 1 之间，受访者的数字新闻

素养最高分为 0.75，总量表得分均值为 0.31

（SD=0.15），数字新闻的语境素养（M=0.36，

SD=0.28）、制作素养（M=0.34，SD=0.27）、

流通素养（M=0.30，SD=0.23）、消费素养

（M=0.29，SD=0.24）和内容素养（M=0.25，

SD=0.21）的得分递减。

研究的主要自变量包括受访者的互联网

使用频率和科学信任程度。互联网使用频率

采用 9 级量表，以单题测量，其选项由 1（从

不）到 9（每天好几个小时）构成，均值为

6.68（SD=1.97）。科学信任采用 7 级李克特量

表 [42]，询问受访者对“当涉及真正重要的

问题时，科学事实并没有那么大帮助”（反

向编码）等 3 题的平均同意程度（α=0.72），

受访者的平均科学信任程度在中度偏低水平

（M=3.73，SD=1.05）。研究还控制了受访者

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工

作性质和城乡等人口变量。接下来，本文将

考察个体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如何通过数字新

闻素养及其子维度的中介作用影响其非官方

媒介信任偏好，这些影响路径又将如何因个

体的科学信任程度而异等问题。

2025，20（5）：68-7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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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相关结果显示，数字新闻素养五个维度

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在 0.209（语境素养 vs

制 作 素 养，p<0.01） 到 0.484 之 间（ 流 通 素

养 vs 消费素养，p<0.01），表明其具有较好

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由于个体的科学信

任程度与其总体数字新闻素养之间并无显著

关 联（person’s r=0.003，p=0.908）， 在 后 续

的分析中，本文将遵循前文中的研究假设结

构，将数字新闻素养及其各个子维度作为中

介变量，将个体科学信任水平视作中介机制

的调节变量，考察互联网使用和非官方媒介

信任偏好之间的关联得以建立的过程和条件。

采用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4，将置信区

间和自举抽样次数分别设置为 95% 和 5 000

次 [43]，模型 1 到 6 展示了控制人口变量后，

人们的数字新闻素养及其子维度如何中介

互联网使用对其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的影

响（见表 1）。模型 1 表明，人们的数字新闻

素养与教育程度正相关（β=0.01，p<0.001），

城 市（β=0.17，p=0.037） 和 非 在 职 受 访 者

（β=-0.19，p=0.024） 更 偏 好 信 任 非 官 方 媒

介。与研究假设 H1-a 和 H2-a 的预测一致，

人们使用互联网频率越高，其总体数字新闻

素养越能得到有效提升（β=0.01，p<0.001），

而互联网接触（β=-0.16，p<0.001）和数字

新闻素养（β=-1.76，p<0.001）都能有效降

低公众对非官方媒介的信任偏好，数字新闻

素养对互联网使用频率降低非官方媒介信任

偏好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量为﹣ 0.04

（CI=[-0.06，-0.03]），控制变量和中介路径共

解释了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 14.17% 的方差。

接 下 来， 考 察 数 字 新 闻 素 养 的 5 个 子

维度能否以及如何中介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非

官方媒介信任偏好降低的影响。模型 2 聚焦

于数字新闻语境素养，人们对新闻产生的社

会、法律和经济环境的知识同样随着教育程

度的增加而增加（β=0.03，p=0.001），但城

市居民的数字新闻语境素养更低（β=-0.04，

p=0.027）。更多的互联网接触能提升数字新

闻语境素养（β=0.04，p<0.001），网络接触

（β=-0.18，p<0.001） 和 数 字 新 闻 语 境 素 养

（β=-0.59，p<0.001）将有助于削弱人们的非

官方媒介信任偏好，语境素养中介互联网使

用到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的间接路径效应显

著（effect =-0.02，CI = [-0.04，-0.01]）， 假

设 H1-b 和 H2-b 得到验证，整个模型共解释

了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 11.91% 的变异量。

与前两个模型不同的是，模型 3 中考察

新闻工作者构思、报道和撰写新闻过程的数

字新闻制作素养既不能随着人们互联网使用

经验的增加而水到渠成地获得提升（β=0.01，

p=0.083），也对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无预测

力（β=0.13，p=0.345），互联网使用频率直

接 降 低 了 非 官 方 媒 介 信 任 偏 好（β=-0.21，

p<0.001），该路径不受数字新闻制作素养的间

接中介（effect=0.001，CI=[-0.001，-0.004]），

假设 H1-c 和 H2-c 遭拒绝。

模 型 4 至 模 型 6 依 次 检 验 了 互 联 网 使

用频率降低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的效应是否

受到数字新闻内容素养、流通素养和消费素

养的中介。模型 4 显示，人们区分新闻报道

与其他媒体内容的能力即数字新闻内容素养

在 年 长 者（β=0.002，p<0.001） 和 城 市 居

民（β=0.03，p=0.040） 中 更 为 突 出； 互 联

网使用经验能有效提升数字新闻内容素养

（β=0.02，p<0.001）， 网 络 使 用（β=-0.19，

p<0.001） 与 内 容 素 养（β=-0.74，p<0.001）

均与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负相关，间接效应显

著（effect=-0.01，CI=[-0.02，-0.00]）， 因 变

量 11.87% 的方差被该路径以及个体城乡差异

（β=0.20，p=0.014）和工作状态（β=-0.20，

p=0.016）所解释，假设 H1-d 和 H2-d 成立。

对于数字新闻在受众中分发和传播的过

信者恒信？科学信任与数字新闻素养对网民媒介信任偏好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研究 <<< 刘于思    闫文捷    周睿鸣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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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闻
素养

β（se）
0.10（0.02）***

﹣ 0.01（0.01）
0.00（0.00）

0.01（0.00）***

0.00（0.00）
﹣ 0.01（0.01）

0.02（0.01）

0.10（0.02）***

20.52***

0.12

非官方媒介
信任偏好
β（se）

0.44（0.32）*

0.02（0.08）
﹣ 0.00（0.00）
0.05（0.03）
0.04（0.02）
0.17（0.08）*

﹣ 0.19（0.08）*

﹣ 0.16（0.02）***

﹣ 1.76（0.26）***

22.71***

0.14

模型 1
数字新闻
语境素养
β（se）

0.01（0.05）
-0.01（0.02）
0.00（0.00）

0.03（0.01）***

0.00（0.01）
-0.04（0.02）*

0.00（0.02）

0.04（0.00）***

15.43***

0.09

非官方媒介
信任偏好
β（se）

0.26（0.21）
0.03（0.08）

﹣ 0.00（0.00）
0.04（0.03）
0.04（0.02）
0.16（0.08）

﹣ 0.22（0.08）*

﹣ 0.18（0.02）***

﹣ 0.59（0.14）***

18.58***

0.12

模型 2
数字新闻
制作素养
β（se）

0.28（0.05）***

﹣ 0.01（0.02）
0.00（0.00）
0.00（0.01）
0.01（0.01）

﹣ 0.02（0.02）

0.01（0.02）

0.01（0.00）

1.12
0.01

非官方媒介
信任偏好
β（se）

0.22（0.22）
0.03（0.08）

﹣ 0.00（0.00）
0.02（0.03）
0.04（0.02）
0.18（0.08）*

-0.22（0.09）**

﹣ 0.21（0.02）***

0.13（0.14）
16.21***

0.11

模型 3

数字新闻
内容素养
β（se）

0.02（0.04）
0.01（0.01）

0.002（0.00）***

0.00（0.01）
0.01（0.00）
0.03（0.01）*

0.02（0.01）

0.02（0.00）***

9.21***

0.06

非官方媒介
信任偏好
β（se）

0.27（0.21）
0.04（0.08）
0.00（0.00）
0.02（0.03）
0.05（0.02）
0.20（0.08）*

﹣ .020（0.08）*

﹣ 0.19（0.02）***

﹣ 0.74（0.18）***

18.52***

0.12

模型 4
数字新闻
流通素养
β（se）

0.10（0.04）*

﹣ 0.01（0.01）
﹣ 0.00（0.00）
0.02（0.01）**

﹣ 0.01（0.00）**

0.01（0.02）

0.01（0.02）

0.03（0.00）***

15.57***

0.09

非官方媒介
信任偏好
β（se）

0.39（0.21）
0.02（0.08）

﹣ 0.00（0.00）
0.05（0.03）
0.03（0.02）
0.19（0.08）*

﹣ 0.21（0.08）*

﹣ 0.16（0.02）***

﹣ 1.34（0.16）***

25.59***

0.16

模型 5
数字新闻
消费素养
β（se）

0.10（0.04）**

﹣ 0.02（0.01）
﹣ 0.00（0.00）
0.02（0.01）**

0.00（0.00）
﹣ 0.01（0.02）

0.04（0.02）*

0.02（0.00）***

10.88***

0.06

非官方媒介
信任偏好
β（se）

0.01（0.05）
0.01（0.08）

﹣ 0.00（0.00）
0.04（0.03）
0.04（0.02）
0.17（0.08）*

﹣ 0.18（0.08）*

﹣ 0.18（0.02）***

﹣ 0.92（0.16）***

16.21***

0.13

模型 6

表 1  数字新闻素养对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的中介作用（N=1 109）

截距
性别（0 = 女）
年龄
教育程度
家庭月收入
城乡（0 = 农村）
工作性质
（0 = 非在职）
互联网使用频率
中介变量
F
R2

截距
性别（0 = 女）
年龄
教育程度
家庭月收入
城乡（0 = 农村）
工作性质
（0 = 非在职）
互联网使用频率
中介变量
F
R2

注：***p<0.001，**p<0.01，*p<0.05。

程来说（模型 5），更高的新闻流通素养与个

体 较 高 的 教 育 程 度（β=0.03，p=0.040） 和

较低收入（β=-0.01，p=0.005）以及更多的

互 联 网 使 用（β=0.03，p<0.001） 有 关， 更

低的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与更多的网络接触

（β=-0.16，p<0.001）、更高的新闻流通素养（β=

-1.34，p<0.001）以及非城镇居民（β=0.19， 

 p=0.020）和在职工作身份（β=-0.21，p=0.013）

有关。间接效应分析表明，数字 新 闻 流 通 素

养 的 提 升 同 样 构 成 了 解 释 互 联 网 使 用 何

以 降 低 人 们 对 非 官 方 媒 介 信 任 偏 好 的 桥

梁（effect=-0.04，CI=[-0.06，-0.03]）， 假

设 H1-e 和 H2-e 得 到 验 证， 模 型 整 体 显 著

（F=25.59，p<0.001，R2=15.69%）。

模型 6 关注新闻消费者能否理解信息接

触效果因人而异的新闻消费素养，互联网使用

通过提升个体数字新闻消费素养而降低非官方

媒介信任偏好的中介效应成立（effect=-0.02，

CI=[-0.03，-0.01]），假设 H1-f 和 H2-f 被证

实。 教 育 程 度 更 高 者（β=0.01，p=0.007）、

在职工作者（β=0.04，p=0.020）和互联网使

用频率更高的用户（β=0.02，p<0.001）更能

理解新闻消费不同后果背后的社会科学原理，

而更多的互联网接触（β=-0.18，p<0.001）、

更 高 的 新 闻 消 费 素 养（β=-0.92，p<0.001）

与非城镇居民身份（β=0.17，p=0.039）和在

职工作状态（β=-0.18，p=0.028）都能降低

人们的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模型共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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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 13.06% 的方差。

综上，除数字新闻制作素养无中介效应

外，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人们的总体数字新

闻素养以及新闻语境素养、内容素养、流通

素养和消费素养来降低其对非官方媒介信任

偏好的影响路径得到验证。

随后，研究将考察上述影响路径是否以

及如何因个体的科学信任程度而异，回答 RQ1

中提出的问题。在控制了与表 1 相同的人口变

量后，采用 PROCESS 程序中的模型 5，对数

字新闻素养及其各个子维度的中介效应在不同

科学信任者中的差异进行条件分析，主要变量

间关系如图 2 所示。左上图显示了互联网使用

增进总体数字新闻素养（β=0.02，p<0.001）、

互联网使用与科学信任的二阶交互效应（β=

-0.04，p=0.019）以及数字新闻素养（β=-1.73，

p<0.001）共同降低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的有调

节中介效应路径。进一步的条件分析显示，互

联网接触通过提升个体数字新闻素养降低其非

官方媒介信任偏好的效应在低（effect=-0.12，

p<0.001）、 中（effect=-0.16，p<0.001）、 高

（effect=-0.20，p<0.001） 科 学 信 任 者 即 16%、

50% 和 84% 分位数得分者中依次增强。在该模

型 中（F=26.96，p<0.001，R2=19.71%）， 通 过

提升数字新闻素养来避免对非官方媒介的轻信

这一路径对科学信任者更为有效。

接下来，考察数字新闻素养 5 个子维度

的中介路径如何被科学信任所调节。右上图

的模型聚焦于数字新闻语境素养（F=23.99，

p<0.001，R2=17.93%），与总体数字新闻素养

相似，高科学信任者受到互联网使用提升数

字新闻语境素养继而降低非官方媒介信任偏

好的中介效应（effect=-0.22，p<0.001）较中

度科学信任者（effect=-0.17，p<0.001）和低

度 科 学 信 任 者（effect=-0.13，p<0.001） 更

强。除左中图考察数字新闻制作素养的模

型（F=21.22，p<0.001，R2=16.20%） 中 介 效

应不显著、仅有互联网使用降低非官方媒介

信任偏好的直接效应随个体科学信任的升高

而 递 增 外（effect 低 =-0.16，effect 中 =-0.20，

信者恒信？科学信任与数字新闻素养对网民媒介信任偏好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研究 <<< 刘于思    闫文捷    周睿鸣 专   题

图 2  科学信任对不同数字新闻素养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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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高 =-0.24，p<0.001）， 右 中 图 的 数 字 新

闻内容素养（effect 低 =-0.16，effect 中 =-0.19，

effect 高 = -0.23，p <0.001，R 2=17.05%）、左

下 图 的 数 字 新 闻 流 通 素 养（effect 低 =-0.13，

effect 中 = -0.16，effect 高 = -0.20，p <0.001，

R2=20.57%） 和 右 下 图 的 数 字 新 闻 消 费 素

养（effect 低 =-0.13，effect 中 =-0.17，effect 高

=-0.22，p<0.001，R2=18.93%）中介了互联网

使用影响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的机制均在高

科学信任者中更为突出，研究问题 RQ1 得到

解答。 接下来，本文将对上述发现的理论与

实践启示展开进一步讨论。

4 结论与讨论
伴随着我国新修订《科普法》的颁布和

实施，虚假信息传播带来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日益成为科学传播效果与数字媒介素养关注

者的核心职责。在实验操纵之外，科学信任

是否有助于数字新闻用户在更广泛的真实信

息接触生态中形成对更优质渠道的信任？本

文报告了一项在新修订《科普法》出台前开

展的网民配额样本在线调查结果（N=1 109），

讨论了如何对科学信任者开展有效的数字新

闻素养提升、降低其替代性媒介信任偏好的

方式。结果显示，中国网民的总体数字新闻

素养完全中介了互联网信息接触频率对非官

方媒介信任的削弱作用：用户的互联网接触

越频繁，其使用数字新闻的知识和技能即数

字新闻素养就越高，这将导致人们对非官方

媒介的信息信任偏好降低；这一机制建立在

人们充分接触互联网的基础上，且对科学信

任者而非科学怀疑者更为有效。上述研究结

果与西方社会中反建制者更可能产生替代性

媒介取向的结论方向一致 [44-45]，但在理论上

挑战了建制信任者通常具有较高社会信任的

“信者恒信”即“信任绑定”假说 [46]，表明科

学信任者反而具有较好的低质量媒介怀疑意

识，为数字新闻素养这一新兴概念的操作化

和预测力提供了本土经验证据 [47]。

在数字新闻素养的 5 个子维度中，数字

新闻制作素养对互联网使用频率降低非官方

媒介信任偏好无中介效应。这一结果与预期

不符的合理性在于，在新闻生产过程对受众

的透明度有待提升 [48]、公众参与机构化媒体

内容产制程度有限的情况下 [49]，无论人们以

多高的频率接触互联网，都将缺乏辨别官方

和非官方媒介渠道本质差别的机遇，难以建

立起真正的媒介信任。受访者的数字新闻语

境素养（M=0.36）和制作素养（M=0.34）平

均分高于数字新闻总体素养（M=0.31），而流

通 素 养（M=0.30）、 消 费 素 养（M=0.29） 和

内容素养（M=0.25）得分低于总平均分。从

解释力上来看，总体数字新闻素养降低非官

方媒介信任偏好的直接效应（β=-1.76）和

间接效应（effect=-0.04）最高，模型解释力

（R2=0.14）较高；数字新闻流通素养的解释

力（R2=0.16） 最 高， 直 接 效 应（β=-1.34）

和间接效应（effect=-0.04）次之；消费素养

（β=-0.92，effect=-0.02，R2=0.13）、 内 容 素

养（β=-0.74，effect=-0.01，R2=0.12） 和 语

境 素 养（β=-0.59，effect= ﹣ 0.02，R2=0.12）

的贡献递减。

上述研究结果的实践启示在于，由于本

次调查受访者的数字新闻制作素养得分相对

较高，且对降低非官方媒介信任并无助益，

数字新闻语境素养对模型解释力的贡献较小，

加之得分上升空间有限，因此，通过提升得

分偏低但对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提升力较强

的数字新闻流通素养，即在新媒介素养教育

中，向公众强调新闻分发和传播的过程，特

别是算法和个性化推荐可能造成的公共新闻

景观和共享社会知识的消解，将对促进数字

新闻用户提升总体新闻素养、降低非官方媒

介信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除此之外，媒

2025，20（5）：68-7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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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素养教育者也可以通过对新闻和大众传播

理论和概念的讲解来提升公众的数字新闻消

费素养，帮助其理解导致新闻接触及效果差

异的个体因素，并着力强调新闻报道区别于

其他媒体内容的独有性质，尤其是新闻媒体

在信源接近权、追求并支持公共利益和从业

人员将事实和报道相分离等职业规范上迥异

于自媒体和社交媒介的特征 [50]，都将对我国

互联网用户的总体数字新闻素养产生较大幅

度的提升，进而增进用户参与虚假信息协同

治理的能力。

由于中国科学信任者对非官方媒介渠

道的怀疑不是无条件的，有必要追问何种

数字新闻素养更能降低科学信任者的非官

方 媒 介 信 任 偏 好。 比 较 6 个 有 调 节 中 介 模

型的解释力可知，数字新闻流通素养对科

学信任者非官方媒介信任偏好降低的解释

力 最 高（R2=20.57%）， 其 次 依 次 为 总 体 数

字 新 闻 素 养（R2=19.71%）、 新 闻 消 费 素 养

（R2=18.93%）、语境素养（R2=17.93%）、内容素

养（R2=17.05%）和制作素养（R2=16.20%）。在

不考虑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科学信任者通

常拥有更高的数字新闻内容素养（person’s r=

0.09，p=0.004）和关乎算法分发的数字新闻

流通素养（r=0.06，p=0.040），但对新闻产制

所处的社会、法律和经济环境等语境要素更

不敏感（r=-0.06，p=0.042），而在数字新闻

的制作素养（r=-0.03，p=0.332）和消费素养

（r=-0.02，p=0.451）上与科学怀疑者无异。这

表明，保持科学信任者对数字新闻流通素养的

既有优势，通过增加其对新闻接触效果和数字

媒介体制等社会科学知识的了解来提升其新闻

消费素养和语境素养，将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其

总体数字新闻素养，巩固其对非官方媒介渠道

的怀疑精神。科学怀疑者的非官方媒介信任偏

好更易被数字新闻何以区别于非新闻信息的内

容素养（effect=-0.16）和新闻生产者如何撰写

新闻的制作素养（effect=-0.16）所抑制，表明

对科学信任者和科学怀疑者进行差异化的数字

新闻素养提升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的局限和未来建议包括 4 个方面。

首先，科学信任在本次调查中无法被其他变

量所解释，但实际上，科学信任可能与地方

信任、体制信任和分布式信任等要素共变 [51]，

或受到人际网络平均科学素养、科技信息接

触等外生变量的促进 [52]，且科学信任的测量

维度较为单一，能否找到科学信任与数字新

闻素养背后共同的影响因素，有赖于未来研

究引入对科学家、科研机构和科学过程的多

维度信任测量进行拓展，以提升科学信任的

理论深度与区分效度；其次，在数字新闻素

养的各个子维度中，仅有数字新闻制作素养

与互联网使用和媒介信任无关，这一关乎新闻

从业者和其他行动者参与构思、报道和撰写新

闻过程的变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又将产生

何种后果，同样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再次，

尽管数字新闻素养在本次调查结论中的作用总

体上是积极的，但在媒体党派化程度较高的

国家当中，较高的数字新闻素养反而更可能

促进党派一致的错误信息接受 [53]，将本文结

论推广至政治竞争性较强的社会中需要格外

慎重；最后，本文发现，个体对互联网使用

越多，越信任官方媒介（r=0.29，p<0.001），

怀 疑 非 官 方 媒 介（r=-0.10，p=0.001）， 而

非官方媒介之间的信息质量同样可能存在比

“官方—非官方”组间差异更大的组内差异。

出于对因子分析结果的尊重，本文既无法对

非官方媒介作出进一步的细分，亦未能发现

并解释非官方媒介组内差异的成因，但未来

研究仍应当对此予以充分考虑。

总之，尽管当下世界各国都需要面向全

社会提倡聚焦于信息质量的慎思加工路径，

尤其是在既有研究证明仅有信息素养（而非

媒体素养、新闻素养或数字素养）能够显著

信者恒信？科学信任与数字新闻素养对网民媒介信任偏好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研究 <<< 刘于思    闫文捷    周睿鸣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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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人们识别假新闻的现实前提下 [54]，提升

用户对信息本身而非信源效应等启发式线索

的辨别能力仍然任重道远 [55]，但本次调查中，

数字新闻内容素养远低于其他日常生活中可

观可感的新闻语境素养、制作素养、流通素

养和消费素养的事实表明，媒体区分力仍应

当成为构成和促进我国公众数字新闻素养的

关键未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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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technological scenarios where social medi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popularized，
low-quality scientific and health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bject for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false information，which pose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Internet users who serve as one of the main bodie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digital news literacy and its sub-dimensions in reducing the preference for unofficial media trust among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scientific trust，this paper conducted an online survey based on a quota 
sample of Chinese netizens（N=1 109）.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ose with higher literacy in the context，
content，circulation，and consumption of digital news，as well as overall literacy，are more likely 
to break the reliance on unofficial information channels，and this mechanism is more effective among 
scientific believers. The research has broken the theoretical myth of“trust nexus”；as a differentiated 
path for the whole society to enhance digital news literacy and govern disinformation，the study suggests 
disseminating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such as media effects and media systems to science believers，
and emphasizing how news differs from non-news and the process of news production to science skeptics.
Keywords：digital news literacy；preference for unofficial media；scientific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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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citizens’digital literacy requires developing both visual interpretation，critique，and creative 
abilities, as well as algorithmic cognition，critique，and interactive abilities. Furthermore，it emphasizes 
that the collaborative enhanc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in the platform society should be grounded in structural 
empowerment，guided by inclusiveness，and oriented toward futur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Keywords：platform society；digital literacy；visual literacy；algorithmic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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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itizens’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are closely linked to person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ocial equity and inclusiveness，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ucting relevant evaluation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societ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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